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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提要】  20世纪末，中国美学界出现了“生命美学”思潮，它以悖反“实践美学”为己任，又有“后实践美学”之称。

然而，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来着眼，我们就能发现：其一，生命与美学的连通并非从90年代开始，对生命的审美追问早在20

年代起就获得了“自觉的”理论表述，并在30年代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；其二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也并非表面上那么剑拔弩

张，实践美学也存在某种生命论的审美主义底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生命美学恰恰可以被视为实践美学的一种延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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濒临20世纪末，标举着“生命”的美学思潮在汉语学界粉墨登场。它以悖反（80年代占主流的）实践美学为己任，以生命本体

置换实践根基，因而又有“后实践美学”之称。然而，这里存在两个问题。其一，生命与美学的连通就起始在众声喧嚣的90年代

吗？还是古已有之？还是在现代性中国美学的结构性发生时期就已形成？其二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是表面上那么剑拔弩张吗？还

是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？ 

正是源于这种当代问题意识，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前半世纪的文化现场。于是，就获得了一个惊异的“发现”：其实对生命的审

美追问早在20年代起就获得了“自觉的”理论表述，并在30年代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。而且，从20世纪的美学思潮流变着眼又会

发见：20、30年代这股美学思潮与世纪末的“生命美学”是彼此衔通的，实践美学也存在某种生命论的审美主义底蕴，生命美学恰

恰可以被视为实践美学的一种延伸。换言之，方兴在90年代的生命美学，是继50年代确定马克思主义基础地位的“唯物论转向”，

80年代颠覆反映论美学的“实践论转向”之后，中国美学对20年代起中国审美主义的复归。 

  

（一） 20、30年代：中国审美主义的系统化形成
 

追本溯源，在中国，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，又是中西文化会冲与融合的成果。它最初是依据西方的学科分

化和学术规范建构而成，但又必然具有着本土的特殊性。然而，这种中西互动却造成这样的悖论：中国审美主义虽以康德的“审美

非功利”为基本理论预设，但又都强调审美之“无用之用”的实用性功能。这种功用具体表现在，美学在中国总是与（外在的）理

想社会和（内在的）理想生命境界相互关联起来。 

因而，在20、30年代与80、90年代，中国审美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，并成为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急先锋。这便是美学在中

国的“超前性”或“前导性”问题，它犹如幽灵在汉语思想界内游荡和隐现。实质上，“审美人生”与“理想社会”有如同一张纸

的两面，前者往往为后者提供着内在依据和主体根基，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实现和客观显现。而华夏文化重个体生命的安顿与体

贴，则为“生命艺术化”思想奠定了传统基源。由此看来，从世纪初张竟生提出的“美的人生观”趋成“美的社会组织法”，到世

纪末“生命美学”与“审美文化”研究共时地出现，都是从内外不同角度论证着相同的主题。 

    审美主义（Aesthticism）是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其它生命活动的价值取向，是种泛感性论的生命哲学。具体而言，生发于西方

的审美主义包含着三个基本诉求：⑴ 诉求于生命艺术化，亦即日常生活的诗意化，以“感性本体论”或“此岸生存论”来取替超

感性曾霸踞的本体位置；⑵ 在功能论层面，将宗教式解救转移为艺术的基本责任；⑶ 用“泛审美”的目光来观照世界。 

    归根结蒂，“生命的艺术化”是审美主义的核心，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。而中国审美主义，具有自身的形成机制和

变异形态，它的系统化提出是在20、30年代。作为我国第一部美学原理，吕澂的《美学浅说》（1923）曾专辟“艺术与人生”章

节，著者坦言：“艺术对人生的意义”这重大问题“自然是今日研究美学所应预先明白的”。
[①]

而中国生命论美学的系统化提出

是在20、30年代，它具有自身的形成机制和变异形态，所谓“人生的艺术化”（朱光潜）或“艺术的人生观”（宗白华），就是其

典型化的形上境界。这是由于，审美与生命在他们那里以“生命艺术化”的方式彼此连通起来，这种审美主义思潮分为三种路向出

场。 

（1）“移情”论的“生命的移入”。 自20年代起，在立普斯著名的移情说的影响下，吕澂、陈望道和范寿康建构起中国首批美

学原理，从而为本土化的美学基本理论提供了模本。他们都将美学纳入知识学的框架，以康德审美非功利论为“审美态度”的根

基。在审美静观基础上，又通过“移情”的中介，最早将审美活动归根在生命。吕澂认定“情感发动的根柢”就在“生命”，移情

也就是生命的扩充和丰富；范寿康则将美的态度归根于感情移入，认为移情实质即“以赋与对象生命以及与对象的生命共同生

命”，美的价值就是“赋予生命的一种活动”。
[②]

他们对生命的共同关注，是中国审美主义最早的系统表现形态。
 



（2）“日神”式的“情趣化人生”。在1932年,朱光潜在《谈美》中明确提出“人生艺术化”的思想，这与尼采的生命美学息息

相关。如果说，（揭示审美感性的）直觉说是他美学知识论的逻辑起点的话，那么（触及德性精神的）酒日神精神则是其审美生命

论的逻辑终向。朱光潜推崇尼采用“审美的解释”代替对人生的道德解释，特别拈出“由形象得解脱”作为其审美主义的内核。但

是，与尼采倚重酒神反向，朱光潜认定“占有优势与决定性”的是酒神。由此出发，他视日神为“观照的象征”，酒神为“行动的

象征”。而人生的苦恼就起于后者的“演”，人生的解脱在于前者的“看”。因此，“行动投影于观照”，看戏的人生高于演戏的

人生，酒日融合以“看”为归宿。实际上，这种静穆的观照带来的就是人生的艺术化。进而，朱光潜赋予人生艺术化以“情趣化”

的中介。“艺术是情趣的活动，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……情趣愈丰富，生活也愈美满，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

情趣化”。
[③]

 

    （3）“同情”化的“流动的生命”。 宗白华在1920年也提出了“艺术的人生观”的构想，不过，他的美学是奠基在“宇宙生命

论”上。由于“哲学就是宇宙诗”，宗白华将从莱布尼兹到歌德的动感宇宙论、康德的时空唯心观、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观、柏格森

的生命创化论都看作“宇宙图画”。
[④]

 与此同时，他又把《易经》的阴阳化生万物观、老庄的“道”化宇宙论、佛家的宗教境

界视为生生不已的“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”，容纳进其中。可见，宗白华世界观的核心便是将宇宙“生命化”，而这种生命化其实

就是艺术化。那么，宇宙观是如何与人生观打通的呢？是通过“同情”之途。宗白华认为人类之同情能够“扩充张大”到普遍自然

去，因为大千世界本然具有着精神化的生命。所谓“同情”，就是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、物我相通的眼光看世界生命；同时又是用

超然物外的、同化整合的视角看待宇宙人生。由此而来，宗白华这样表述他的审美主义：“艺术世界的中心是同情，同情的发生由

于空想，同情的结局入于创造。于是，所谓艺术生活者，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。” 

综上所述，透过审美主义的多元共生时代，可以梳理出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。从对生命的理解来看，吕澂等人只将生命作为

“认知者”，强调审美是一种生命的认知活动；朱光潜的美学知识论虽也以近代认识论为基础，但他的审美主义却将生命视为“静

观者”，执著在以生命的静观求解脱；宗白华虽然把静照作为是一切审美生活的起点，但却更倾向于审美中“飞跃的生命”。从审

美主义的逻辑构成看，吕澂、陈望道和范寿康以“移情”为环节，建构起“生命——移情——审美化”的结构；朱光潜以“情趣

化”为桥梁，建构起“生命——情趣化——艺术化”的模式；宗白华则以“生命化”纽带，建构起“宇宙图画——生命化——艺术

化”的审美主义构架，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三部曲。这表明了审美主义的步步深化，从生命只作为起点（吕澂等），到生命主动参

与情趣而艺术化（朱光潜），直至生命本身成为审美化的枢纽和灵魂（宗白华），中国的审美主义得以渐次成熟、日臻完善。 

  

（二）80年代之间：实践美学的生命底蕴及其影响
 

    从百年美学发展的视角来看，中国审美主义的发展有两次高潮期：20、30年代审美主义和80、90年代“生命美学”的兴起。总体

而言，前者的审美主义为后者提供了生命论的现代性基石，后者则对前者实现了“本体论切换”——直接提出美学的生命论本体的

问题。 

    那么，这种切换是如何实现的呢？其实，自世纪中叶到世纪末生命美学的出现，是通过中国美学三次重要的转向而实现的。首先

是在40年代，蔡仪系统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出场，悖反着生命论美学的唯心取向，从而预示着建国后中国美学演进的新方向。蔡仪

结合唯物本体与古典典型观，建构起以客观的美为核心的，美的存在、美感（美的认识）和艺术（美的创造）的三段式。
[⑤]

 这

样，生命这类关涉“主观”的话题就为反映论美学所拒斥。此时，苏联机械反映论已独踞意识形态中心位置，并最终确立了在美学

界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地位。然而，在这“人”学遭致普遍质疑的年代，高尔太的“主观论美学”却独树一帜。他在《论美》

（1957）中仍由生命入手推及审美活动，进而导出美感的主观性。但他所谓的生命却被消融在人类活动内，无疑已退居到了历史的

后台。
[⑥]

 但大多数学者仍遵循着“唯物论”的转轨，朱光潜美学转变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，他部分扬弃心物交融的“形象直觉

说”而投向主客统一的“唯物反映论”。 

直至80年代，中国美学才逐渐出现替代反映论主流的趋向——即“实践论”美学的转向。李泽厚这肇始于50-60年代的实践美

学，既是建国伊始那场“美学大讨论”的学术累积的结果，又深层契合着文革荒原后的人性解放和思想开放。可以说，是“第二次

启蒙”的80年代选择了美学，同时，实践美学也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。学理上，李泽厚明确将美学建基在实践本体论上，并以此为

基点来界定“人的本质”，将美视作“自然的人化”或“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”。那时的李泽厚并未明确从生命论看待“人”，而

与他迥异，蒋孔阳的实践论却认为：“因为人是一个生命的有机整体，所以人的本质力量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生生不已活泼泼的

生命力量。”
[⑦]

 但无可否认，李泽厚的思想底蕴实质上也是审美主义的：当他的人化自然论被认为为是从审美之维上升到哲学高

度时，其实也正显露出其“泛审美”的视角。尤其是他后来的思想有所转变，认为自然人化是“人性的社会建立”和人的自然化是

“人性的宇宙扩展”，并强调“生活即是艺术，无往而非艺术”。这种走向“感性生命本体”或“超越的本体”的倾向，更凸显出



与生命美学的某种趋同。
[⑧]

 其实，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，广义的实践与生命化的趋向是并存不悖的，实用理性与来自马克思主义

的实践有着内在关联，生命化取向则直接作用于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潮。不过，暗伏着审美主义底蕴的实践美学更多地可

以看成是导向90年代生命美学的先驱： 

        ⒈ 实践美学为90年代美学发展提供了“本体论 ”的参照立场，而“生命美学” 

    的主旨正在于以“生命”取替“实践”的本体基础。 

        ⒉ 实践美学对“主体性”的充分关注，特别是对（与“工艺-社会结构”相对的） 

    “文化-心理结构”、（与“人类群体性质”相对的）“个体身心性质”、“自由的形式” 

    的强调，为内在的、个体的、超越之“生命”的提出铺平了道路。 

        ⒊ 实践美学作为建构“生命美学”（后实践美学）的对立面，其整体上强调的理 

    性主义、物质性和社会性、非个体非本己性、主客的两分等等，成为后者“反向”建 

    构其体系的靶子。 

    步入90年代，实践美学话语悄然丧失了80年代独有的政治和文化批判功用，美学热也由喧嚣浮躁而日渐疲惫沉寂。特别是随着市

场经济转轨，以都市为根基的大众审美文化自下而上侵蚀蔓延，而实践美学话语却因蜗居而失去言说新生文化的功能。这样，曾经

以显学自居的美学最终退归到学术场，而同政治和社会“场域”相对疏离。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内，生命美学由边缘逐渐向中心移

动，并在90年代中后期成为令人瞩目的思潮。其实，这种生命化取向在80年代中期起便已有大量蕴藏。早在1986年，刘晓波就疾呼

“超越理性主义”、回归“感性个体无限的生命”，从而弹响了生命美学的激进前奏。在此之后，80年代占据主流的实践美学终于

遭到了90年代生命美学的质疑和反动。 

    总而言之，方兴在90年代的生命美学，是继四五十年代确定马克思主义基础地位的“唯物论转向”，80年代颠覆反映论美学的

“实践论转向”之后，中国美学的第三次重要的精神移心——“生命论转向”。同时，这种生命取向也是二十年代起中国审美主义

螺旋发展的结果。 

  

（三）90年代之后：生命美学的直接提出及其缺憾
 

    生命美学本身呈现出不同的姿态：杨春时的“超越美学”、潘知常的“生命美学”、张弘的“存在论美学”、王一川的“体验美

学”等等。他们都在明确建构一种“生命论本体”，这也构成了生命美学的主潮。他们反对把审美活动等同于实践活动，而代之以

如下的生命本体：“人的存在——生存”（杨春时）、“审美活动”（潘知常）和“以现象学为出发点的基础存在”（张弘）。不

过，他们内部的细微分殊也亟待厘清，但无疑，他们在总体上以生命代实践的趋向却是不能否认的，难怪被一同命名为“生命美

学”或“后实践美学”。 

    有趣的是，各种形态的生命美学对“实践”的反动，所依傍的思想源泉却依旧是西方的。但毕竟，此时学术界并没有止步在尼采

到柏格森意义上的生命，这是由于存在主义的生命思潮广泛播撒进中国美学的深层建设。实质上，从海德格尔的“此在”论到生命

美学的“本体”论，其间的发展轨迹就显而易见的。海德格尔认为整个形而上学史是“在的遗忘史”，它执着于“在者”而忽视了

“在”，物与知的“符合论”占据了传统的真理观。他追溯古希腊词Aletheia（真理）“隐—显”的同体发生的“去蔽”原意，并发

见艺术的“世界—大地”或“澄明—遮蔽”的原始争执与“真理”具有同构性。而最终认定，艺术就是“存在者在其存在中的开

启，亦即真理之发生（Geschehnis）”。
[⑨]

 这样，他“实际上将美学泛化了……泯灭了艺术与存在的界限”，美学成为存在的

“最基本结构”。
[⑩]

 海德格尔由此建构的“基本存在论本体论”对生命美学的影响深远，其渗透作用在于：①“此在”的本体

论。这启示生命美学的以存在本身或生命本体来取替实践基石，从而实现美学根基的转换。同时，又把艺术和审美置于该存在本体

论基础上，并以此为生命美学的逻辑起点。② 美与真的同一。实践美学是以康德哲思为据，强调自律融入审美，美与真是彼此分

立的。而在海德格尔影响下，生命美学则拓展了真理的内涵，将艺术与存在真理相互贯通起来。③ 对艺术活动的重视。海德格尔

反对主观论美学，追溯“物”的规定，而视艺术活动为存在的实现。这艺术活动与生命存在的贯通，也被生命美学所接受，并试图

以审美活动来融通主客双方。④ 反主客两分。海德格尔建立的是主客原始同一的艺术观，生命美学也具有这种倾向，力图逃逸出

主客分立的先在构架。质言之，中国的生命美学其实就是推崇“生命本体”的审美主义。 

    将审美主义梳理到此，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：20、30年代审美主义对90年代生命美学的意义何在？二者有什么必然关联？简略地

说，一方面，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审美主义建构的“基本范式”。审美主义的形上思辩的建构程式、概念推演的运思构成、现代汉语

的言说方式等等，都在20、30年代初步完形；而90年代的生命美学基本承袭着中国化的审美主义的话语范式。另一方面，前者为后

者提供了近代生命论的基础。自二十年代始，吕澂、陈望道、范寿康就最早把审美同生命相互连通，朱光潜和宗白华也都建构起系

统化的生命论美学。而生命与审美的沟通在世纪末叶再次出现，则体现出百年美学的螺旋上升的发展。 

如此一来，通过两个时代审美主义的比较，就可以发见20、30十年代审美主义的学理特质和阙失。首先，它尚未将生命提升到



“美学本体论”高度。自吕澂凸显“生”的理论整合作用后，无论是朱光潜把生命情趣化而艺术化，还是宗白华直接把动感生命与

审美融合，但都没有提升生命到美学的制高点。直至世纪末，生命美学才真正实现了生命论本体的转换。其次，它依然是以主客二

分为基础的审美主义。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华夏古典话语方式的内在阻断，另一方面又是西方话语外来移植的结果，从而使得这种分

裂思维成为审美主义的主宰。而到了90年代，契合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清算，中国审美主义试图重新找到了天人和一的生命本

质。第三，它对生命的理解还是近代意义上的，并未达到现代存在论的高度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那种推崇个性、上升和绵延的“主

体性生命”，最终被注重此在、本己和时间性的“存在论生命”所替代。 

而且需要补明，生命美学对实践的反动更倾向于一种“学术建构策略”。这就是说，对实践美学的正面批驳并非都实有其事，

往往存在为建设生命维度而“假设”的对立面（如不顾李泽厚“新感性”论而指责他只重理性）。但是，表面的对峙并不能掩盖两

者的血脉联系，而这联系的中介环节主要就是审美主义思想。 

    实质上，审美主义理论的确存在着诸多局限，对其学理的批判可以从三个方向入手： 

    （一）来自“理性”的批判。一方面，审美构成内不能被排除理性的渗透作用，美学话语自身就是理性言说形式之一，彻底铲除

美学的理性根基只能是种空想。进一步推论，即使审美泛化真的实现完全扩散和普泛，势必会造成文化世界的一元化和平面化，从

而削平了其它领域的存在价值。在此刻，恐怕就连审美主义也自身难保。我们要诘问：在取消了阈限、没有真善支撑的世界内，单

维的审美还能存在吗？另一方面，审美主义自身的操作仅囿于话语层面，缺乏向实践的转化，因而存在领域内充分审美化缺乏现实

基础。而且，审美主义倾向于用生活诗化抹煞存在矛盾，以存在论消解实存状态，最终仍然只是一种“空口的许诺”。 

（二）来自“现代性”的批判。西方审美主义话语早已成为现代话语的重要之维，但它却具有超越现代的独特品格：它要既以

审美自律侵蚀并合拢“认知—工具理性”、“道德—实践理性”的存在领域，又秉承着突破启蒙责任而要求将日常生活彻底美化。

由此而来就产生出一个深刻的悖论：肇始于现代的审美话语，同时还是批判现代性的异己力量。尤其对20世纪的中国而言更是如

此。在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“两次启蒙”中，审美现代性无疑具有“先行性”。其中的中国审美主义却普遍倾向于这种看法：古

典审美主义因其物我和一的特质，可以治疗西方文明两元分裂的现代性窘境。但这里的疑问是，中国审美主义构架来自西方的形而

上学，却要拯救西方的现代文化病，这是否可能？这种循环的理论困境，显现出“民族价值优位论对西方思想的批判代替了现代性

的批判”。
[11]

 这样就可以继续追问，中国审美主义推动现代性进程究竟有多少实绩？古典生命美学智慧如何实现现代性转型？无

论怎样，整个生活世界的审美化，只会将现代性推向另一种片面：由工具理性的君临转而为感性审美的一统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

的话语霸权。         

（三）来自“审美意识形态”的批判。审美主义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联，“审美之维”可以作为一种“自由社会”的尺度。但

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，审美现代性却并没有造就生活世界艺术化，反而导致了官僚政治的形成和生活自身的异化（如艺术审查机制

的封闭压抑、大众文化虚幻的“审美生活”假象）。面对这种虚幻的审美泛化现实，伊格尔顿质疑道：“如果打破艺术与普通生活

相区别并疏离开来的形式上的轮廓线，那么，对于它（指阿多诺的否定美学）所批判的内容来说，不是失去了它的作用了吗？”

[12]
 伊格尔顿深刻地洞见出，如果艺术与生活同一的话，艺术的批判现实的功能相应被取消掉，那么艺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何

在？与现实完全绝缘的纯艺术存在吗？在中国的现实国情里，审美主义也不能逃避艺术批判性丢失的问题。当艺术的现实来源完全

已美化之时，艺术自身的存在价值其实已被打上了问号。因此说，生命美学的建构实质上就是一种“审美乌托邦”。 

然而，在世界转折之交重提中国审美主义，具有崭新的时代意义。这是因为，审美主义与90年代中国美学的两大焦点问题内外

连通起来。这两大焦点是：实践与生命（美学）之争，审美与文化之合（即“审美文化”研究）。在内在层面上，审美主义的“生

命艺术化”延展为生命美学的价值取向；而在外在层面上，审美主义“艺术化生存方式”却成为审美文化的主体，审美文化就成为

了“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”。当然，这两种取向直接与80年代的“主体性张扬”和“文化的守望”相关联，但在更深层面却

同20、30年代建基的中国审美主义血脉相通。生命的审美安顿有益于人的存在，而凸现审美文化却对社会的健全发展、自然的生态

平衡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正因如此，迎着新世纪的曙光，中国审美主义必然葆有着光辉的未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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